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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

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 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

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 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 在认识论 ／ 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

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

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
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

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 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

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

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 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

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

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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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外交决策分析

国际关系是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的互动过程。① 这些过程是决策者在国

内外和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的政策选择所产生的预期或预料之外的结果。 对

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结果和影响的系统探讨就是外交政

策研究。② 外交决策分析（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以下简称 ＦＰＡ）则是广义的外交政

策研究的一个子集，特指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探讨外交决策过程和政策

输出（ｏｕｔｐｕｔ）。③ 作为实证科学，ＦＰＡ 的因变量有两种：一是外交政策输出，例如战争、

结盟、建交、经济制裁等；二是对外决策过程的不同环节，④包括问题识别（ｐｒｏｂｌｅｍ ｒｅｃ⁃

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框架化（ ｆｒａｍｉｎｇ）、知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目标优先化（ ｇｏ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政

策）选择评估（ｏｐ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等。⑤ 在因变量的选择上，迄今为止，ＦＰＡ 的研究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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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ｅｇｌｅｙ， Ｊｒ．，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９， ｐ．４．

本文采用广义的“外交（ ｆｏｒｅｉｇｎ） ”概念。 它等同于通常所说的“对外” 。 值得一提的是，张清敏严

格地区分了“外交（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和“对外（ ｆｏｒｅｉｇｎ） ”这两个概念：前者指主权国家政府与其他主权国家在正

式场合高度形式化的互动，而后者则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正式和非正式的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交流。 参见

张清敏：《外交学科定位 ／ 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 ，载《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 － １６ 页。
也有学者使用广义的外交概念，参见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９４－９７ 页。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ｐｏｒａｓ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１９８７， ｐ．３４；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ｏｙ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６３－１６４。 这里做三点补充说明：（１）ＦＰＡ 的直译是“外交政策分析”，但考虑到其

重心是决策过程分析，因此本文将之意译为“外交决策分析”。 （２）有学者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批评，认
为用“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这个词来指代政治 ／ 国际关系学家对对外政策的所有研究是以偏概全。 至少就外交决策的

认知－心理过程研究来说，分析既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恰当的方法。 用“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或“阐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效果可能更好，参见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ｈ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ＡＧＥ， ２０１３， ｐ．２９８。 （３）本文对 ＦＰＡ 的界定

比瓦莱丽·赫德森等的要严格。 赫德森强调 ＦＰＡ 是具体行为者（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理论，但是实际上把整个外交政

策研究都称为 ＦＰＡ，包括在个体层次、群体层次（小团体、组织过程、官僚政治）、社会层次（文化与国家身份）、国
内政治以及民族性和国际体系层次上对外交政策过程和结果所做的解释。 参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ａｈｎ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４， ｐｐ．３９－１８２。
因此，或许 ＦＰＡ 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除非特别说明，本文讨论的是狭义的 ＦＰＡ。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３０４－３０５． 但是，赫德森在其经典文献综述中指出，ＦＰＡ 的结果

变量是“人类决策者所做的、对本民族国家以外的实体会有显著影响（ｋｎｏｗ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的决定”，即外交政策

输出，参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４。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５， ｐ．２．



倒性地偏向外交决策的政策结果。

按照行为主体抽象程度的不同，外交政策研究分为一般行为者（ａ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理

论和具体行为者（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理论。① ＦＰＡ 理论是具体行为者理论。 按照瓦莱丽·

赫德森（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的观点，一般行为者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假定国家为单一行

为者；二是以系统或系统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变量来解释外交政策行为。 相反，具体行为

者理论致力于探索“一般行为者理论适用条件变化的根源”，寻找“特定国际关系体系

中个人和不同的集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行为多样性的原因”。②

ＦＰＡ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半期，其诞生的标志是理查德·斯奈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ｎｙｄｅｒ）等于 １９５４ 年年初出版的经典著作。③ 半个多世纪以来，ＦＰＡ 在国际关系学中

几起几落，期间其主要研究取向大致经历了从建立跨国界比较外交政策（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简称 ＣＦＰ）的一般理论到建立中程（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的

转变。④ 冷战结束以来，ＦＰＡ 进入了所谓“百花齐放”的快速发展时期。⑤

ＦＰＡ 有三个分支。 除了斯奈德等开创的外交决策机制 ／过程研究，还有斯普莱特

夫妇（Ｈａｒｏｌｄ Ｓｐｒｏｕ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ｐｒｏｕｔ）提出的外交决策环境（ｍｉｌｉｅｕ）研究，也称为认知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路径，以及詹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倡导的比较外交政策研究。⑥

ＦＰＡ 的四位奠基人虽然探索路径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强调 ＦＰＡ 的具

体行为者理论性质。 具体而言，斯奈德等关注影响政治精英外交政策行为诸决定性因

素。⑦ 斯普莱特夫妇聚焦于决策者的心理环境（ｐｓｙｃｈｏ⁃ｍｉｌｉｅｕ）：由于决策者心理状况

和认识能力的差异，真实的操作环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和被觉察到的操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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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李志永对一般行为者（ａ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理论和具体行为者（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理论的翻译，参见李志

永：《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９２ 页。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Ｖｏｒ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Ｍｅｒｓｈ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２， １９９５， ｐｐ．２１０－２１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ｎｙｄ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Ｂｒｕｃｅ ａｎｄ Ｂｕｒｔｏｎ Ｓａｐ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４．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 年第 ９ 期，第 ８ 页。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Ｖｏｒ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ｐ．２２９．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５－７； 关于二战后 ＦＰＡ 的发展简史，可参考该文的第 １４－２１ 页。 另参见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

个流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 年第 ９ 期，第 ８－１３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ｎｙｄ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Ｂｒｕｃｅ ａｎｄ Ｂｕｒｔｏｎ Ｓａｐ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５３；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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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并不吻合。 这是导致外交政策不同于理性选择预期的重要原因。① 而在罗西瑙看

来，外交政策理论介乎宏大的理论原则与复杂的现实之间。② 他试图通过聚合（ａｇｇｒｅ⁃

ｇａｔｅ）统计分析来实现跨层次理论建构。③ 他强调在建构综合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外交

政策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忽略任何层次和方面（ ｆａｃｅｔ）的影响因子，也不能把它们当作

恒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来处理，因为比较外交政策关注所有分析层次的政治活动。④

二　 外交决策分析：成长中的国际关系学范式

学者们对于 ＦＰＡ 的性质有着很不相同的定位。 相当多的研究者把 ＦＰＡ 视为国际

关系学的一个子学科（ｓｕｂ⁃ｆｉｅｌｄ）或具体问题研究领域（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⑤ 赫德森曾

明确地指出，“正是国际关系学的外交政策分析这个（实体）领域（ ＩＲ􀆳ｓ ｓｕｂ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ＦＰＡ）发展了作为国际关系学基石的具体行为者理论”。⑥

其实，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关系学主要包括三个实体分支，即国际关系理

论、国际冲突 ／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⑦ 随着实证政治科学（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成为主流，规范和非实证的国际关系研究日渐式微，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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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ａｒｏｌｄ Ｓｐｒｏｕ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ｐｒｏｕ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 Ｎｏ．４， １９５７， ｐｐ．３０９－３２８； Ｈａｒｏｌｄ Ｓｐｒｏｕ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ｐｒ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 ｐ．１１８．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Ｐｒ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Ｒ．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９８－９９．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Ｐｒ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９８－９９．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ｐｏｒａｓ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３３．
例如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０ 年

第 ４ 期，第 ５６ 页。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１－２．
此处做两点补充说明：（１）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的一个子学科（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 ｆｉｅｌｄ），国际关系

学下又有若干分支。 （２）广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战争或冲突研究以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国际组织（机制）、国
际经济发展、国际环境问题、移民问题等。 国内冲突探讨不同类型和强度的内战的起因、过程、结果和战后重建的策

略及效果。 国内冲突有时候也会涉及国际关系，例如内战的跨国界扩散、战后的国际维和行动等，例如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ｙｌ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ａｍｂａｎ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４， Ｎｏ．４， ２０００， ｐｐ．７７９－８０１；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Ｆｏｒｔｎａ， “Ｄｏｅ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Ｋｅｅｐ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２６９－２９２；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 Ｉｄｅａｎ Ｓａｌｅｈｙａ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Ｈｏｗ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４， ２００８， ｐｐ．４７９－５０６。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内冲突问题的解释变量和因变量都是国内变量，所以严格地说属于比较 ／ 国内政治的范畴。
尽管如此，政治科学的传统是把战争研究划归国际关系，所以国内冲突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实体分支。



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具体问题分支。 从逻辑上看，“理论”是区别于“历史”而存

在的。 国际关系史虽然对于国际关系学研究很有禆益，但它不是社会科学，而是历史

学的一个分支。 到了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日益单薄，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科学哲

学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代名词。

国际关系学的三个主要实体分支颇有重合之处。 贸易和平论（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ｅａｃｅ）

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和国际冲突学者都非常关注的研究问题。① 结构现实主义既因

其分析层次被划归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经验上又属于国际冲突研究的范围，

因为它的因变量是（大国）战争 ／和平。 尽管如此，上述三个分支各有独立的核心问

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是国际体系理论。 国际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战争的起因，

其衍生问题包括战争的过程、解决（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后果和复发等。 某些主题（例如威慑

和军事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冲突学者的“禁脔”。②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焦点则是

国际关系中的发展与合作问题，例如第三世界的依附性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化

及国际金融和货币的政治学等问题。

显然，由于 ＦＰＡ 的出发点是“单独或集体行动的决策者”，③把 ＦＰＡ 与国际冲突等

三个实体领域并列不恰当。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ＦＰＡ 学者发展了一系列功能强大的理论

和方法，最著名的有前景理论（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④多元启发理论（ ｐｏｌｉ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

ｒｙ）、⑤操作代码分析（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⑥矛盾转移理论（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８７·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贸易和平论较近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考 Ｓｕｓａｎ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ｅｒｓｈ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７， ｐｐ．３５－５８；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Ｐｏｌｌ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５， Ｎｏ．６， ２００１， ｐｐ．８３４－８５９；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Ｐｏｌｌｉｎｓ， ｅ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ｎ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尽管如此，军事联盟研究开始逐渐接受经济变量，演化成为国际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交集，例如：Ａｎ⁃
ｄｒｅｗ Ｌｏｎｇ，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５， ２００３， ｐｐ．５３７－５５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４， ２００６， ｐｐ．４３３－４５１。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１．

Ｒｏｓｅ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 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２； 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ｏｌｉ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Ｖｏｌ．６， Ｎｏ．１， ２００５， ｐｐ．９４－９８．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Ａ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１９６９， ｐｐ．１９０－２２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２， １９８３， ｐｐ．１７９－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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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①等。 它们被广泛地用于分析或解释国际冲突、合作和发展中的问题。 ＦＰＡ 没

有垄断任何具体问题研究，只是通过提供微观基础（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和对决策者与

决策群体的分析，②来回答国际关系三个实体领域的问题。 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对国家偏好的假定不同，前者假定国家追求相对收益，后者假定国家追求绝对收益。

不同的假定会推导出不同的外交政策含义：现实主义排除了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而

自由主义承认这种可能性。 这是体系理论与 ＦＰＡ 的一个交集。 民主和平论位于

ＦＰＡ 与国际冲突理论的交界地带。③ 该理论的自变量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因变量是

国家间和平 ／ 战争这个虚拟变量，因此是个国际冲突问题。 在民主和平论者看来，民

主国家间很少发生战争，原因是这类国家的领袖由公民投票产生。 民主国家公民的

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都比较高，但战争会消耗经济和人力资源，降低生活水平和社

会福利，所以他们厌恶战争。 这种情绪通过公共舆论和选举传达给政府，迫使政治

精英在做战争决策时异常谨慎，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 如果冲突双

方都是民主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就会受到类似的制度制约，会非常谨慎地处理相互

之间的冲突，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了战争的风险。

民主和平论理论揭示了国家领导在对外决策时面临的制度约束问题，所以又是 ＦＰＡ

的典范。

也有学者把 ＦＰＡ 划入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或方法的范畴。 斯蒂芬·沃克（ Ｓｔｅ⁃

ｐｈｅｎ Ｗａｌｋｅｒ ） 等把 ＦＰＡ 定义为 “行为国际关系学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认为 ＦＰＡ 有一套独特的概念、方法和启示工具（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构成一个研究领

域。④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未必恰当。 一方面，ＦＰＡ 学者的工具箱中确

实有少量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操作代码分析，但它只是 ＦＰＡ 学者所使用的诸多方法

之一；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形式建模（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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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１， １９９２， ｐｐ．２５－５２；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Ｓｍｉ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１９９６， ｐｐ．１３３－１５３；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ｂｅｋ， “Ｒａｌｌｙｉｎｇ Ａ⁃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ｄｅｓｔａ：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２９－４５．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２１．

Ｚｅｅｖ Ｍａｏｚ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１９４６－１９８６，”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７， Ｎｏ．３， １９９３， ｐｐ．６２４－６３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ｋａｎ Ｍａｌｉｃ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Ｓｃｈａｆｅｒ， ｅｄ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６．



统计 ／ 回归分析和个案研究———在 ＦＰＡ 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① 鉴于 ＦＰＡ 以

其方法上的开放性和多样性而著称，把它界定为政治 ／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方法分支是

不正确的。
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严格地区分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②

但从逻辑上看，国际政治理论反而是广义外交政策理论的真子集。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光

谱中，凡是因变量为对外决策过程的环节或对外政策结果的理论，都可以划入外交政策

理论的范畴。 有学者把外交决策理论划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宏观理论包括体系理

论（国际体系决定论）和社会环境决定论，微观理论则有组织过程模式、心理认知模式和

官僚政治模式。③ 按照这个分类标准，三大主流理论都属于宏观层次的外交政策理论。
沃尔特·卡尔斯内斯（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指出，ＦＰＡ 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国内政治（ｉｎｎ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ｋ），另一个是现实主义（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④ 由于结构现实主义是经典现实主义后的重

大发展，按照这个逻辑，国际政治（体系）理论也是外交政策理论。 现实主义、新自由制

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整体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区别仅在于前两者是客观主义的，而
后者是阐释主义的。⑤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所谓宏观或整体主义理论往往“过分强调了

外交的客观因素而对决策者和过程的特性重视不够，忽略了外交政策出台前，客观因素

必须通过决策者大脑的过滤”。⑥ 卡尔斯内斯认为，即使我们接受华尔兹功能同质性国家

的假定，但如果离开了外交政策分析，华尔兹无法解释冲突为什么会爆发，也无法解释国家

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全，因为两者都是政府高层讨论和决策的结果。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结构

现实主义都认为外交决策是有目的的国家在约束下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 现实主义者认

为这一约束是国家间的实力分配。 无政府的国际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安全顾虑，但新自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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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ｉｐ Ｐｏｔ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ｎｅｍａｒｋ， 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Ｖｏｌ．４，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 ／ ｕｉｄ ＝ ７３ ／ ｔｏｃｎｏｄｅ？ ｉｄ ＝
ｇ９７８１４４４３３６５９７＿ｃｈｕｎｋ＿ｇ９７８１４４４３３６５９７２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８０－１０４ 页。
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９４－９７ 页。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ｈ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ｅｄｓ．， 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３０２－３０３．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３０７． 李志永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类型学标准，即按照认识论的整体

主义 ／ 个体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解释 ／ 理解来划分外交决策理论。 按照这个类型学标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

义是整体主义＋解释的体系中心路径，而建构主义则是整体主义＋理解的观念结构建构模式，不一而足。 李志永：
《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第 ９４－９５ 页。

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９４－９７ 页。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由主义者认为国家间制度性的信息和规则供给显著地削弱了这种不确定性。①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新现实主义理论是粗糙的外交决策理论。

本文认为，ＦＰＡ 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范式”，尽管它的发展程度还不尽如人意。

国际关系学者对“范式”这个术语的使用比较随意，有时候指称三大体系理论和马克

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宏大理论体系，②有时则指基于国别的国际关系学整体，

例如“美国式国际关系学”。③ 本文将范式定义为科学共同体所持有的某种价值观或

信念、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据此而做出的科学贡献的总和。④

ＦＰＡ 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⑤ 这个假定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或

信念，区别于“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或“人性本恶”这样的普遍性假定。 下文将要论

证，ＦＰＡ 认识论 ／方法论和方法选择都取决于这个基本假定。 正是以人为本的信念和相应

的研究方法，赋予了看似纷乱的 ＦＰＡ 知识体以内在的整体性和范式革命的巨大潜力。

三　 把人放到国际关系的核心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范式，ＦＰＡ 在本体论上的特点就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 路德维希·米塞斯（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认为社会科学就是人类行为学（ｐｒａｘ⁃

ｅｏｌｏｇｙ），是对“人对于环境和他人的反应而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行为”的系统研究。⑥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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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ＦＰＡ 可以被称为国际关系的行为学。① ＦＰＡ 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人是国际关系

的起点。② 国际关系虽然表现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竞争或战争等关系，但这些

互动既由人这一最小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所决定，在本质上又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 虽然这些互动以及互动的结果并不总是线性地反映人的意图，但导致具体结果的

始终是有意图的人。 鉴于此，外交决策分析不仅关注个人的影响，也同样重视由个人

组成的领导集体、决策团体和官僚机构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③

但在主流国际关系学中，个人的地位被严重贬低了，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

研究的分析层次基本上被锁定在系统、国家和社会，小团体或个体层次的理论贡献相

对很少见。 约翰·伊肯伯里（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等学者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争

普遍地围绕体系、国家和社会，彻底地忽略了个体层次的分析。④ 建构主义者虽然关

注规范－观念－身份等因素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拒绝理性选择学派的外生利益假

定，⑤在原则上对认知－心理分析持开放的姿态，但迄今为止对个体因素的关注很有

限。⑥ 这种情况在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中尤其严重。⑦ 华尔兹指出系统理论既要研

究系统的结构如何影响单元，也要研究单元如何作用于结构。⑧ 然而在他的理论体系

中，具体的个人并没有被作为单元对待。 人被完全忽略了，国家则被抽象成了同质的

个体，是国际关系物质结构的奴隶，其行为完全不由自主。

第二，把不同的个人同质化。 这是理性选择学派的做法。 该派学者并不否认个人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他们假定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

者。 这样的理性显然是“机械理性”，⑨但它为逻辑演绎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由于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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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的同质性，只需要形势（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变量就可以推导出外交决策的内容。① 众多

的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理性选择模型分析的层次虽然是个人，但由于人与人之间丰富的

差异性被完全化约掉，由同质的个人叠加而成的小集体和国家因而也是同质的，个人

层次的理论与国家层次的理论因此可以相互替代。 所以，在理性选择的理论建构中，

无论决策单位是国家、个人或集体，都近似于单一的理性人，在功能上都类似于国

家。② 这就抹杀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性质、结构、动机和行为上的区别。

个人特点在国际关系进程中的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 如果不剖析个体变量，就无

法解释国际关系中的许多细微区别。③ 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假定所有国家在功能上和

意向上都是一致的，即保障国家安全。④ 这个前提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 斯蒂芬·沃

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ｔ）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忽略了国家动机，华尔兹实力分布决定军

事联盟形成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⑤ 原因在于国家意图至少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和修

正现状两种。 意图不同，在考虑军事结盟时的动机自然就不一样。⑥ 进一步说，国家

动机又是由国内政治博弈形成，并由政治家总结和阐述出来的。 军事结盟归根结底是

具体的人的行为。 另外一个例子也暴露了同样的问题。 虽然冷战时期的大国间和平

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历史基石，乔·哈根（Ｊｏｅ Ｈａｇａｎ）却认为，新现实主义对两极格局的

国际关系体系的解释“差强人意”。 他尖锐地指出，结构现实主义解释不了冷战期间

很多重要的问题：二战时的同盟为什么会突然瓦解，甚至在欧洲差点因为柏林危机而

兵戎相见？ 美国为什么会把其安全承诺扩展到西欧和东亚近海的边缘地带这两个战

略要地之外？ 不仅如此，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战略行为其实并没有受到一个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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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大战略的引导。 相反，它的行为经常是临时性的。① 这与理性选择的假定完全

背道而驰。 除非深入国际关系结构之下尤其是决策者本身，这样的问题很难获得令人

信服的答案。

鉴于个体变量的强大解释潜力，政治心理学对人的假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很可能是正确的，②应该用作国际关系学的认识论基础。 理性人的假定

尽管简约，但在真实的世界，人类行为的目的不是优化，而是寻求最低限度可接受的结

果，因为真实世界的理性是受时间、情绪、认知能力和环境约束的有限理性。③ 汉斯·

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为这个观点添加了一个注脚：“合乎情理的是，并非所有

外交政策永远都遵循如此合理的、客观的、冷静的方针。 个人秉性、偏见、主观爱好以

及凡夫俗子往往难以避免的智力与意志方面的缺陷———这一切可能发生的因素，往往

会使外交政策偏离合理的轨道。”④如果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只是单向度的人，那

么有限理性则有千万种可能性。 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是如此不同，国际关系才不是机

械的历史循环，而是人积极地、能动地建构世界政治的过程。 个人的目标、能力和缺陷

对国家的意图、能力和战略的制定与贯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个人不仅影响本国的

行为，而且会对他国的行为形成约束。 一个领袖的愿望、能力和进取心会影响外国领

袖的知觉和决策。 领袖还可以对其他许多关系变量施加影响，比如均势、公众舆论和

官僚政治等。 丹尼尔·比曼（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和肯尼思·波拉克（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ｌｌａｃｋ）探

讨了希特勒、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萨达姆·侯赛

因的伊拉克，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以及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统治下与伊拉克

作战的伊朗等 ６ 个案例。 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具体的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特定时期的外

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有着难以替代的影响，个人创造了历史。⑤

以上的分析表明 ＦＰＡ 是以人为本的国际关系学。 它至少意味着围绕不同层级

的外交决策者所做的中观和微观研究。 这个导向与主流的国际关系学大异其趣，因

为后者是结构导向的，其旨趣在于开展对地区和全球国际体系的宏观研究。 对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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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长时段和历史性趋势和变化的探索固然重要，但不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的全部，也

不是这个学科的基础。 相反，国家行为往往是国内个人和团体小规模、短期行为的

结果，但正是这样的行为在持续改变着国际政治体系：“许多影响着全球政治的重大

决定都是由少数人做出来的。”①这样的发现反过来支持了 ＦＰＡ 的一个衍生假定，即

“单独或集体行动的人是国际政治中许多行为和绝大部分变化的根源”。② 因此，要

解释和预测构成民族国家的人类集体的行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密切关注人的政治

选择。

四　 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

正如秦亚青所言，“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

系（学）的希望所在”。③ 国际关系学中人复活的途径就是回归历史。 这是因为，人始

终是生活在历史中的。 现在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未来则是将要发生的历史。 以人为本

的 ＦＰＡ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点是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成为国际关系学的知

识来源与合法性依据。

历史曾经是国际关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历史既是理论

建构的重要来源，也是理论检验的重要手段。④ 摩根索、马丁·怀特（Ｍａｒｔｉｎ Ｗｈｉｔｅ）等

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人都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学家，同时也是出色的历史学家。 他们的著

作深深扎根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和史学方法。 在怀特看来，国际政治研究的

对象就是历史。 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是对国际历史的分析和总结。⑤ 而且，由于

近代欧洲的政治传统、政府需要和决策者偏好潜移默化的影响，欧美传统的国际关系

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就是对外政策研究。⑥

当然，历史不是客观和绝对的。 历史既是“建构的叙事”，又有赖于学者的选择、

解读和阐释。⑦ 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是第二层级的问题。 当代主流国际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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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渐行渐远，这是个公认的事实，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关系学的技术性越来越

强，但理论创新与社会现实和公共政策却日益脱离。① 而且，国际关系学者对几乎所

有重大事件的预测都失败了。② 与此同时，很多理论创新虽然得到了统计分析的支

持，但却很难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一个国际关系事件。 接受过美式政治科学训练

的许多学者或许都有这样一种尴尬：理论创新并不难，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案例来支

持自己的理论却难上加难。③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学习国际关系史或外交

史，而且即使在历史系，外交史也由社会史取而代之，逐渐走向消亡。④

脱离了历史的国际关系学呈现出一种“病态”，情况与 １９ 世纪末物理学的发展很

相似。 要走出这个困境，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必须经历从一般行为者理论到具体

行为者理论的深刻变革。 一般行为者理论与具体行为者理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其理

论形态和复杂程度，而是迥然不同的认识论和由认识论决定的方法论，⑤分别对应实

证社会科学认识 ／方法论的两条泾渭分明的路径：⑥前者因袭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

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开创的工具主义，而后者则大致符合罗纳德·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等主

·６８·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学院派国际关系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与公共政策脱节是一个广泛承认的事实。 近年来对这一现

象最有影响的批判之一可能是约瑟夫·奈的文章，参见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 Ｊ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０９。

卢凌宇：《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３－１４５ 页。
关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的弊端，参见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

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６－１５０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ｂ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ｋ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 １９９７， ｐ．３４．
根据政治学中主流的观点，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理论，主要探讨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关注怎么才能积累

知识。 同时，政治学家经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方法论：一是指主要涉及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的途径，二是指关于

研究方法的知识整体或学科。 参见 Ｃｏｌｉｎ Ｈ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２， ｐ．６１， ｐ．６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ｒｉｘ，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４，
ｐ．６０， ｐ．６１， ｐ．８１； Ｐａｕｌ Ｆｕｒ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ｓｈ， “Ａ Ｓｋｉｎ Ｎｏｔ ａ Ｓｗｅａｔ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ｓｈ ａｎｄ Ｇｅｒｒｙ Ｓｔｏｋｅｒ， ｅ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０， ｐ．１８４， ｐ．１９０。 本文认定了主流的认识论概念，但严格地区分技术性的方法论和元理论 ／ 理论性的方法论，
称前者为“方法”，后者才是“方法论”。 这里借鉴了林定夷的观点，参见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

方法论导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５ 页。 根据上述讨论，工具主义和实在论的区别不仅是方法

论上的，也是认识论的，所以文中两者并用。
此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压倒性的，所以本文沿袭了弗里德曼和科斯

的二分法。 在国际关系学中，工具主义的旗手是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参见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２， １９８５， ｐｐ．１２１－１３６。 较近的实在论的代表作应该是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

会理论》，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０－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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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实在论，或者说面向“真实世界”的社会科学。①

工具主义有三个要点：②（１）科学的目的是提出预测能力强的猜想。 （２）假定的实

在性（ｒｅａｌｉｓｍ）无关紧要。③ 理论只是工具，无所谓真实或虚假。 （３）优秀的理论必须

简洁，要能够 “以较少解释较多”。④ 与此相应，实在论者的主张也可以概括为三点：

（１）科学的目的是解释真实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现象。 用保罗·萨缪尔森（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话来说，理论是对“可观察的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而社会科学的

使命则是检验理论猜想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是否一致。⑤ （２）前提性假设必须是真

的，在此基础上最好易于处理 ／操作。 理论和理论术语必须是真实的推断。 理论可能是

错的，但如果理论与现实不符，要坚持寻找真实的理论。⑥ （３）简约性不是理论选择的

标准。⑦

根据以上分析，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锋相对的。 历史地看，国际

关系学的“去历史化”是弗里德曼实证方法论被以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科学共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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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所谓“大致”符合有两层意思：第一，赫德森等 ＦＰＡ 的领军人物探讨问题的角度是技术性的方法论，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而不是理论性或元理论的方法论。 本文的类型学是在他们对 ＦＰＡ 方法的论述的基础上

抽象出的方法论思想。 第二，至少赫德森本人将简约性视为理论评价的一个标准。 她指出，“ＦＰＡ 打开了外交决

策的黑匣子，为国际关系分析增加了许多细节。 这固然有助于理解国家行为的相机性，其代价是牺牲了理论的简

洁和优美”。 参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２１。 但正如下文所述，科斯等实在论者至少不会优先考虑理论的简约性。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ｐ．７－１４．

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ｒｅａｌｉｓｍ”这个词的使用比较混乱。 在大多数情况下，实在（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指可理

解的、直觉上合适的或合理的。 布鲁斯·考德威尔认为，弗里德曼使用这个词所指是理论的真值（ ｔｒｕｅ ｖａｌｕｅ），即
与事实符合的程度，参见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２， １９８０， ｐｐ．３６８－３６９。

考德威尔认为，简约性并不是工具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习惯主义（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理论选择标准。
习惯主义强调理论的组织功能：理论的功能就是把复杂的事实组织成（逻辑）连贯的整体。 这正是简约理论的长

处。 据此，弗里德曼的思想其实是工具主义和习惯主义的杂糅。 后文将要论证，正是这种杂糅导致了工具主义理

论选择标准的内在冲突。 参见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３６７；
马涛、张洋：《经济学的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３－８ 页。

马涛、张洋：《经济学的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载《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３－８ 页。
实在论思想也有折中，那就是在无法证明知识真实性的前提下，暂时承认某个时期的习惯看法为真实。

参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ｏｌａｎｄ，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２， １９７９，
ｐ．５０９；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３７０；周其仁：《研究真实世

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周其仁编：《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

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９２－３０２ 页。
实在论者对于理论的简约性没有特别的规定，故做此推理。



同体广泛接受的结果。① 而要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则有赖于大力发展以实在论为

基础的具体行为者理论。

第一，工具主义强调预测，而实在论则着眼于解释真实世界。 社会科学最大的特

点之一，就是“对于任何一套经验数据而言，总有无数相互冲突的理论来解释手上的

证据”。② 在这些理论中，总有一个理论是真的或者说是与历史相符合的。 否则，占星

术与科学就丧失了本质的区别，因为占星术的预测未必不准确。③ 弗里德曼宣称理论

只是工具，这就巧妙地回避了真实性问题。④ 作为真实性的替代，则是追求较高的关

联性。 原因在于：关联性分析的预测能力远比因果解释强大得多，⑤而这恰恰是定量

分析尤其是回归模型所擅长的。⑥ 所以，工具主义支配下的一般行为者理论在方法上

以博弈论、理性选择模型、计算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大样本分析为主。⑦

实在论者的做法则相反。 借用卡尔·波普尔（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的话来说，科学的事

业是不间断地寻找更完满的解释，而不是终极解释。⑧ 为了得到更完满的解释，研究者

就必须深度解读历史，解读的基础是文本和场景化的知识积累。 这正是 ＦＰＡ 的特点之

一：ＦＰＡ 是数据密集型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特定国家或区域背景知识和技能。⑨ 常

·８８·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弗里德曼的实证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是一桩令人费解的学术公案。 在科学哲学中，弗里德

曼所推崇的“科学的目的就是预测”是一个过时的观念，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之后就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

目的是解释”这一观念。 考德威尔指出，只有假定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具有充分预测能力的理论，方法论工具主义才

是切实可行的（ｖｉａｂｌｅ）。 当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真实的（ｔｒｕｅ）解释，工具主义就变得不适用、“不合时宜”了。 当代经

济思想发展史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提供的支持很有限。 例如，约翰·凯恩斯（ Ｊｏｈｎ Ｋｅｙｎｅｓ）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弗

里德里希·冯·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的经济周期理论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就不是良好的预测绩效，而是对

经济现象的准确描述。 不仅如此，工具主义支配下的实证经济理论的预测绩效很不尽如人意。 参见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
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ｐ．３６９－３７２；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Ｔａｒａｓｃｉｏ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
ｗｅ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４， １９７９，
ｐｐ．９８３－１００６； 罗纳德·科斯著，罗君丽、茹玉骢译：《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９ 页。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ｏｌａｎｄ，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ｐ．５０９；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３６９．

此处转引汪丁丁引用的赫伯特·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的观点。 参见汪丁丁：《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

学？》，载《读书》，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７－１１８ 页。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ｏｌａｎｄ，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ｐ．３６９．
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９６１， ｐｐ．１０３－１１４；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３７１．
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７－１４２ 页。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１４．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３７０．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Ｖｏ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ｐ．

２１１． 此外，赫德森也认为 ＦＰＡ 的使命就是寻找“对国家行为更完满（ｆｕｌｌｅｒ）和令人满意（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的解释”，参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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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政治学家偏好跨越时空的普遍化结论，追求“如果，那么”的定律式结论。 相反，ＦＰＡ
学者更接近于历史学家，对于普遍化的结论持谨慎的态度，更倾向于抽象程度较低的

解释。 相应地，一般行为者理论的很多方法也不适用于具体行为者理论，因为后者是

“具体的、场景的、复杂的”，因此经常使用内容分析、①深度个案研究、过程追踪、②以施

动者为基础的计算机模拟和建模等方法。 不仅如此，具体行为者理论的很多变量也是

难以量化的，比如文化、小群体动态（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官僚政治等。③ 这些变量

的作用在不同的案例中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生

活中，通过决策者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 研究者必须借重“档案、书信来往、日记、
回忆录”，或者根据“已有史实”，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④

第二，工具主义鼓励基于假前提的假理论，而实在论者强调基于真实前提的真实理

论。 根据形式逻辑，假前提可以演绎出假理论，也可以演绎出真理论。⑤ 弗里德曼式工

具主义认为，理论只是工具，其真假并不重要，因此，研究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在理论演

绎中使用假前提。⑥ 相对于真前提，假前提不仅更易于寻找，而且往往更易于操作。⑦

对于逻辑演绎来说，使用理性人假设的效率要高得多。 不仅如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假设越是简单，就越有利于数理工具的运用。 这是形式理性主义模型盛行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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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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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容分析”的概念和操作方法，参见 Ｒｏｇｅｒ Ｐｉｅｒ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
ＳＡＧＥ，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６３－２７８。

关于“过程追踪”的概念和操作方法，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
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２０５－２３２。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１４．

关于苏联对朝政策变化的原因，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载《中共党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第 ８９－９０ 页；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载《历史与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１５ 页。

这里引用斯蒂芬·夸肯布什的例子：（１）大前提：我的猫是桌子（假）；（２）小前提：桌子有四条腿（真）；
（３）结论：我的猫有四条腿（真）。 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Ｑｕａｃｋｂｕｓｈ， “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 ２００４， ｐｐ．８７－１０４。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工具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并不总是使用假前提。 例如，梅斯奎塔等颇具影响

的“政治生存理论”，其基本假定“领导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捍卫自己的权力”就远比全知全能的理性人假设更接

近真实。 这个原则实际上是“多元启发理论”所说的“非补偿性原则（ 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即领袖（外
交）决策首先要剔除所有损害其政治地位的政策选择。 该原则得到了实验研究和深度个案研究的广泛支持。 参

见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ｐ．３－ ３６；
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 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７，
Ｎｏ．３， １９９５， ｐｐ．３３５－３４９； 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 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２００２； 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ｏｌｉ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ｐ．６４－９８；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Ｙｉ Ｙａ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５， ２００８， ｐｐ．６８７－７１２。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３７１．



一个重要原因。① 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弗里德曼范式之下，理论的真假取决于系统的

经验检验。 但至少最盛行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中，由于研究者对数据和方法的操纵以及

社会科学家对回归变量的统计学重要性和实质重要性的普遍混淆，导致检验本身失

效，完全不可靠。② 这就使得工具主义范式下的理论真假难辨。

实在论者重视前提的真实性，并把真实性置于比易于操作性更优先的地位。 这是

因为，在遵循演绎规则的前提下，真实的前提必然得出真实的结论。 科斯强调唯有真

实前提才有助于“理解经济体系为什么会以当前的形式运行”。③ 除了科斯，艾尔弗雷

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和萨缪尔森都强调理论建构的前提是真实世界的事件、

统计资料或“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工具主义所推崇的抽象程度尽可能高的假设，这

就把理论奠定在了历史或真实性的基础上。④ 晚年的弗里德曼也开始强调真实假定

的重要性。 他说理论建构的前提是“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

公理和实例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来推动理论建构”。⑤ 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通常是消

费者、公司和商品，易于做实地考察，获得一手资料。 相比之下，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

对象往往是国家元首、外交部部长、政府高层官员，很难有机会直接面对。 国际关系的

“真实性”则往往来源于历史归纳、实验研究或者得到广泛承认的深度个案研究。 比

如，“前景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人的偏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假定在心理学实验中

得到了大量的支持，⑥可以暂时被接受为“真实”的。

第三，工具主义对简约的过度强调导致理论背离历史。 华尔兹继承了弗里德曼对

理论简约性的追求。 华尔兹批评非体系尤其是单元层次的理论简约性严重不足。 由

于简约性与历史性 ／现实性恰成反比，以至“一个模型越接近现实，包含的变量就越

多，因此……理论就会变得不简约，不那么有用”。⑦ 此处的“有用”概念是弗里德曼所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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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９－１３６ 页。
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７－１４２ 页。
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 １３－１４ 页。
马涛、张洋：《经济学的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载《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７－８ 页；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 ２１７ 页。 马歇尔的研究程序也是如

此，参见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 ２０９－２１０ 页。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韩莉、韩晓雯译：《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北京：中信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９６－２９７ 页。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ｏｓ Ｔｅｒｓｋ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ｓｋ，”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ａ，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２， １９７９， ｐｐ．２６３－２９１； Ａｍｏｎ Ｔｖｅｒｓｋｙ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ｅｍ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Ｖｏｌ．５， Ｎｏ．４， １９９２， ｐｐ．２９７－３２３； Ｊａｃｋ
Ｌｅｖ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７， ｐｐ．８７－１１２．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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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的较大的理论外延。 一个理论有可能解释的事件的数量与该理论的内涵成反比，

实证理论的内涵又是由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内涵决定的。 根据这个逻辑，最具解释力的

理论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自变量的数量尽可能少，最好只有一个，因为增加一个自变

量也就相应地增加了自变量集的内涵。 第二，自变量的内涵要尽可能小。 第三，因变

量的内涵也要尽可能小。 符合这个标准的理论应该用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同时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内涵都尽可能小。 这恰恰是实证政治 ／国际关系学追求的标准理论

形态。 华尔兹把这个理论形态发挥到了极限。 他选择了国际体系的物质力量分配这

个自变量。 相对于次体系层次的任何变量来说，这个变量的内涵都是最简单的，在因

变量战争 ／和平不变的情况下，保证了理论外延的最大化。

抽象是理论建构的重要过程。 抽象程度、简约性和概念 ／理论的外延成正比。 概

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小。 这样的理论越有可能解释更多的经验事实，但也因此更

可能僭越历史，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的事实。 华尔兹在论及单元理论的缺点时指出：

“在国际上，不同国家曾造成过类似的或不同的后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

的或类似的后果。 相同的原因有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相同的结果有时则源于不同的

原因。 这使我们质疑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揭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性方

法，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①这里的“有效性”指的是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和一致

性，而不是理论是否符合历史。 实际上，所谓不同国家的相似结果、类似国家的不同或

类似结果、相同原因的不同结果以及不同原因的相同结果恰恰说明了政治历史和现实

是不能随意简化的，反证了有必要建构简约性较低但真实性更强的理论。 例如，哈根

对一战、二战和冷战发生的历史文献分析表明，体系理论的解释力很有限。 外交决策

远比体系理论所设想得要复杂，即使在战争逼近的危机时刻，这种复杂性也没有下降。

他还发现，在 ２０ 世纪这些主要的战争危机中，领袖们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包括巨大的不

确定性、相互冲突的战略目标以及权威分散的决策机构。 因此，理解决策过程对于解

释领导人如何应对国际或国内紧急状况至关重要。②

实在论并没有对理论的简约程度做出规定。 但和理性选择理论排除场景对决策者

的影响不同，ＦＰＡ 理论注重行为的场景性。 国际关系中的场景因素包括博弈历史、特定

环境下的相对损失和收益、行为者的特性、价值观和知觉等。 这就降低了理论的抽象水

平，增加了理论的内涵。 如果说国际关系学的使命是解释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互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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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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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５－４６．



时预测它们的行为，那么简约的理论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相反，“一个包含几百个变量

的复杂模型可能需要花一个月来运行，但如果这样的模型能够精确地预测国际关系行

为，那就比只有一个自变量的模型远为有用，因为后者只能解释偶然现象，而且只能在很

不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这种解释。 简言之，准确的复杂胜过不准确的简约”。① 和一

般行为者理论相比，具体行为者理论是复杂的：为了理解国际关系行为的相机性（ｃｏｎ⁃

ｔｉｎｇｅｎｃｙ），增加细节是必要的。② 尽管具体行为者理论重视历史，但它是社会科学理

论而非历史理论。 作为社会科学家，ＦＰＡ 学者与历史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研究

历史是为了探索历史事件和过程本身，而前者则主要把 “把历史视为数据以及发展

和检验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的工具和手段”。③ 兰德尔·施韦勒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就坦率地承认他对两次大战间历史和二战感兴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历史本身

的魅力，他并不打算对战争提供一个崭新的解释，而是由于他的经验发现会挑战经典的

现实主义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④ 此外，单独个案研究（ｓｉｎｇｌ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是历史学家

的常规研究方法，也受到国际关系定性学者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历史学和政治

学的界限。 但是即使如此，两个学科的区别基本还是清晰的。 对于政治学者来说，单一

个案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由于其对猜想的验证或支持所产生的更广泛的理论影响。⑤

简言之，ＦＰＡ 试图在历史与逻辑、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追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作

为社会科学，ＦＰＡ 也追求普遍性，但它的手段是“挖下去（ｂｕｒｒｏｗ）”，而不是像一般行

为者理论一样地“飞起来（ｆｌｙ）”。 通过深入历史，具体行为者理论“剔除了理论不符合

政治生活的东西，把政治事件的基础以及解释可观察的政治事件的核心过程暴露出

来。 这就把具体行为者理论置于抽象的、一般行为者理念和复杂世界的交界地带”。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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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跨层次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

基于人本本体论和实在论认识论 ／方法论，ＦＰＡ 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是跨层

次分析。① 它既克服了单一层次分析的固有缺陷，又蕴含了理论整合的巨大潜力。

从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谱系来看，单一层次理论各有缺陷。 系统理论极度简约和清

晰，但突出的局限是很难验证相互对立的理论。 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国家间合作受到各

国在无政府状态下保障自身安全的严重制约，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会

强化国家间合作。 但是，学者们无法确定哪种世界观对国家行为更有解释力。 托马斯·

莫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ｗｌｅ）对此的解释是系统理论只研究国家的动机和行为，而忽略了国家

内部的决策者。 要检验这两个理论的真伪就有必要同时控制系统层次、国家 ／次国家层

次和个体层次的变量。② 国家层次的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例如，在解释外交行为

时，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设定的行为者动机乃至行为都非常相似。 为了比较哪个理论更

有解释力，只能探索行为背后的动机。 在对不同国家钢铁业反倾销协定的研究中，约瑟

夫·格里科（Ｊｏｓｅｐｈ Ｇｒｉｅｃｏ）指出反倾销体现了现实主义者对相对收益的担忧，③罗伯

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则认为绝对收益才是谈判国所关心的。④ 显然，在这

个案例中，国家层面的经验事实已经不足以验证对立的理论猜想，必须打开国家这个黑匣

子，把分析层次下降到次国家尤其是个人层面。 原因在于，所谓国家动机或行为，只不过是

具体的人和集团在博弈和讨价还价中的战略考虑以及此后采取的有目的的行为而已。⑤

个体层次的变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最直接，但如果不控制其他层次的变量，很容

易陷入非历史的心理分析的泥潭，而社会心理分析是一种“普遍的系统理论”，与具体

行为者理论的追求背道而驰。⑥ 事实上，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心理分析是 ＦＰＡ

的主流。 它为 ＦＰＡ 注入了信息加工和群体动力，但却剥夺了研究的政治性，政治博

弈、混合动机、政治战略、管辖权目标和手段的冲突等都只作为背景知识出现，未曾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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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有必要区别跨层次分析与多层次（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分析这两个概念。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说，多层次

分析的实质是针对某个结果变量所建构的基于不同层次的多个理论，与将要论及的跨层次分析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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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的框架。① 张清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人格特点差异对新中国外交转型影响的

研究是中国学者近年来 ＦＰＡ 的佳作。 对领袖的言语和行为分析基本证实了他的猜

想。 尽管如此，张清敏认识到，领袖的人格特点解释不了“思想封闭、成就导向”的毛

泽东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所实施的开放性外交政策。 对外政策过程受到多元因素的

影响，是动态和具有活力的。 相比之下，领导人人格类型这个理论框架却是相对静止

的。 要以静止的自变量来解释变化的因变量，必须控制其他国际和国内变量。②

ＦＰＡ 为跨层次分析提供了天然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外交决策精英特别是国

家领袖。 体系和国内社会政治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都不是直接的，而“往往需要经过

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领导人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③ 只

有通过个体层次的决策者，才有可能整合体系和国家等诸层面的变量。 非个体层面的变

量最终会体现为领袖和政治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言语或非言语以及行为和非行为。 换

言之，非个体层次变量的作用如果存在，只能通过给决策者直接或间接地施加影响表现

出来。 正因为如此，严格意义上的 ＦＰＡ 是跨层次分析。 这也正是罗西瑙对 ＦＰＡ 的设想。

罗西瑙把影响外交决策的变量分为五类，分别置于不同的层次，包括个体层次的决策者

个人特点（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职位所赋予的角色功能、与政府的结构相联系的各种条件、社会层

次的约束条件（比如社会的价值观和内部凝聚力）以及国际层次的诸因素。④ ＦＰＡ 不是

对同一事件或因变量的不同层次分析的汇总，而是通过决策精英的言语和行为来分析

以上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以及政策输出的复合影响。

跨层次分析是 ＦＰＡ 回归历史的方式。 在罗西瑙之后，跨层次分析最有影响的倡

导者可能是罗伯特·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他主张研究国内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

影响。⑤ 实际上，在主流的研究中，地理、历史、政治（制度）和技术等客观环境变量被

·４９·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

①

②
③

④

⑤

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状况有所改善，参见 Ｊｕｌｉｅｔ Ｋａａｒｂ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３， ｐ．１６３；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ｏｙ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１６９。

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９３－１１９ 页。
张清敏：《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５ 页；Ｌａｕｒａ

Ｎｅａｃｋ， Ｊｅａｎｎｅ Ｈ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ｎｅ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Ｉｎｃ．，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７－ １８；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 ３１７；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４－５。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Ｐｒ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２１－９５． 罗西瑙的分类细化和优化了

斯奈德等内部场景（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外部场景（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和决策过程因素的类型学，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ＩＬ：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ｐｐ．１９５－１９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３， １９８８， ｐｐ．４２７－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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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地控制。 但是，这些变量的影响却“由研究者来主观地阐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研究

者的知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被等同于现实”。①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理性选

择学派往往预设国家利益，但从 ＦＰＡ 的视角来看，国家利益和期待只不过是“决策者

的想象（ｃｏｎｃｅｉｖｅ）”而已。② 在对决策过程的研究中，探索政治家的行为动机是不可或

缺的。 但作为古典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摩根索反对寻找动机，原因有两个：第一，动

机是“最难捉摸的材料。 当事者和观察者的利害、感情都同样使动机遭到歪曲，往往

会达到面目皆非的地步”。③ 第二，即使了解政治家的动机，也无助于“预测他的外交

政策”。 这显然是工具主义的思路，而 ＦＰＡ 是实在论的。

跨层次分析还是促进国际关系理论整合的犀利工具。 国际关系学的现状是派别

林立、学说纷呈。 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合理的，原因在于任何理论都只不过是片

面的深刻，是观察国际关系这个多面体的一面或一个角落的工具。 不能设想某个统一

的理论可以解释整个国际关系。 正如唐世平所指出的，“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犹如一支支手电筒：每一支都能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能照亮整个人类社

会”。④ 实际上，具体事实与统一理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间。 虽然针对任何因变量，

我们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但在这个区间里，要把理论的指针从具体理论向

统一理论的方向移动始终是可能的。 这或许也就是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方向。

从经验上看，整合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 基欧汉等学者提出的新现实

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新－新综合”就是较近的一次重大尝试。⑤ 也有学者强调外

交政策理论整合的重要性：外交决策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都是片面的，没有把国

内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结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⑥ 赫德森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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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１９５－１９６．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１９７．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 １８ 页。
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２０１１ ／ ０５２３ ／ ２７９７５．ｈｔｍｌ？ ＆ｕｓｅｒＩｄ ＝ １，登录时

间：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
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载《国际论坛》，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８ 页。 中国学

者所做的尝试包括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第 ２０－２９
页；丁志刚：《国际体系、相互依存、一体化、国际秩序：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１９９７ 年第 ７ 期，第 ５－８ 页；徐兰兰：《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载《国际论坛》，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第 ５６－６３ 页；舒建中：《解读国际关系的规范模式：国际机制诸理论及其整合》，载《国际论坛》，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１８ 页。

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９６－ ９７ 页；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８， ｐｐ．２９７－２９８。



明确地指出，要解决国际关系理论中解释和理解、客观主义与阐释主义以及个体主义

与整体主义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论整合。①

以上分析表明，跨层次整合对于 ＦＰＡ 克服单一层次分析的不足，实现理论整合有

着重要的意义。 尽管如此，ＦＰＡ 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还很有限。② 跨层次整合是罗西

瑙开创 ＣＦＰ 的目标。 在他设想的综合的外交政策理论里，任何层次和维度的变量都

不能被忽视，或者被简单地处理为恒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必须关注所有分析层次的政治活

动。③ 在方法上，ＣＦＰ 学者着眼于用理论命题把不同层次的变量联系起来，并进行经

验检验。④ 然而，他们的努力遭受了很大的挫折。 《跨国外交事件比较研究计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简称 ＣＲＯＥＮ）是 ＣＦＰ 迄今为止最重

要的努力。 ＣＲＯＥＮ 记录了 １９５９－１９６８ 年间加拿大、中国、苏联、美国、土耳其、冰岛等

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 数据库的变量有外交政策行动特点、资源状况、政策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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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１８４， ｐ．２６５． 卡尔斯纳斯的

观点与此类似，但他进一步指出，理论整合只有当因变量为政策结果或行为时才是可行的，不能是政策过程。 参

见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３１６－３１７。
比较赫德森的经典文献综述，ＦＰＡ 在跨层次理论整合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很有限的。 在 ２００６ 年版的《外

交决策分析：经典与当代理论》中，赫德森举出的例子主要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ｓｒａ⁃
ｅ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ｉｌｋｅｎｆｅｌｄ，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ＳＡＧＥ， １９８０。 在 ２０１３ 年的第二版中，该书单只增

加了寥寥三四种，也就是：Ｍａｒｋ Ｂｒａｗｌｅｙ，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 （１９１９－１９３９），” ｉｎ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ｏｂｅｌｌ， Ｎｏｒｒｉｎ Ｒｉｐ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ｅｆｆｒｅｙ Ｔａｌｉａｆｅｒｒｏ， ｅｄｓ．，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７５－９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ｋａｎ Ｍａｌｉｃ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Ｓｃｈａｆｅｒ， ｅｄｓ．， Ｒ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１． 其中很值得一提的是赫德森称之为沃克学派（ ｔｈｅ Ｗａｌｋ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等正在从事的“行为国际关系学”研究。
斯蒂芬·沃克指出，传统的 ＦＰＡ 割裂了国家行为者和个体行为者。 实际上，对国家行为者而言，外交决策受制于

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相关联的约束和刺激；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个人决策受到国内和个体的约束和刺激

的影响。 因此，沃克建议以国家行为者和个体行为者为双重分析单元。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跨层次分析的成就

和影响还非常有限。 参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１６５－
１８４；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１８５－２００。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ｐｏｒａｓｏ， ｅｔ ａｌ ． ，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３３．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１０． 这些成果主要有 Ｈａｒｏｌｄ Ｇｕｅｔｚｋｏｗ， “Ａ Ｕｓｅ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ａｒｏｌｄ Ｇｕｅｔｚｋｏｗ，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１９６３， ｐｐ．５４１－５６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ｅｔ⁃
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９７２；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Ｒｕｍｍｅｌ，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ＳＡＧＥ， １９７２；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Ｒｕｍｍｅ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Ｗａｒ，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ＳＡＧＥ， １９７７；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ａｌ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Ｗ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 ＳＡＧＥ， １９７８；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ｉｌｋｅｎｆｅｌｄ，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１９８０；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Ｌｉｎｄａ Ｂｒａｄ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ＳＡＧＥ， 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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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等几大类合计一百多个。① 这个数据库搜集了与特定外交事件相关的不同层次

的变量，例如国家元首、正式的小集团、财政部、经济增速、军事力量、全球性国际组织、

地区性国际组织、文化等。② 它兼容了 ＦＰＡ 的三个传统，其基本模型是通过最终决策

单位来过滤国际体系、国内各种制约和诱导因素以及具体的形势。③ 数据库的建设经

历了两个阶段，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 ＣＲＯＥＮ 的影响始终很有限，并没有整合出所

期待的普遍适用的外交决策理论，而且这个数据库也很少被国际关系和 ＦＰＡ 学者使用。

赫德森感叹这个项目“已经垂死”了，她“不知道将来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贡献”。④

跨层次整合面临着多重障碍，包括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整合、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

动态性、数据缺乏问题等。⑤ 但笔者认为，跨层次分析停滞不前的深层次原因是范式

错配。 当代 ＦＰＡ 学者所遵循的研究程序其实是罗西瑙为 ＣＦＰ 设定的：首先发展可证

伪的普遍化命题，然后提出解释性的理论和猜想，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来进行经验检

验。⑥ 猜想如果得到支持，就可以普遍化到数据样本所覆盖的所有国家年份。 这恰恰

是弗里德曼铺设的工具主义路径，也是常规科学的路径。 所以，罗西瑙设想了一幅自

相矛盾的图景：他试图通过跨层次分析在普遍理论与具体事实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

但选择的程序和方法却是通往一般行为者理论的道路。

本文认为，ＦＰＡ 的理论整合或许可以采取另一种途径，即科斯等推崇的“面向真

实世界”的研究方法，⑦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选择要研究的国际关系或外交事件。

第二步，以该事件的一个主要决策者为重心，分析不同层次的变量，包括决策者自己的

世界观和性格特点等对外交决策过程的某个环节或政策输出的影响，确定不同变量影

响的有无和大小。 第三步，从第一步中抽象出理论，将第二步的发现一般化（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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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Ｏ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
ｉｃｙ Ｅｖｅｎｔｓ， １９５９－１９６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ｐｓｒ．ｕｍｉｃｈ．ｅｄｕ ／ ｉｃｐｓｒｗｅｂ ／ ＩＣＰＳＲ ／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５２０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Ｏ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
ｉｃｙ Ｅｖｅｎｔｓ， １９５９－１９６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ｐｓｒ．ｕｍｉｃｈ．ｅｄｕ ／ ｉｃｐｓｒｗｅｂ ／ ＩＣＰＳＲ ／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５２０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２０－２１．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２０－２１．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１８６－１８７．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ｐｏｒａｓ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３２，

ｐ．３４．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程序同科斯等的方法的差别在于理论建构的基点是外交决策者。 可参考周其仁：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周其仁编：《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

的经验研究》，第 ２９３－２９７ 页；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 ２１０ 页；唐世平：《浅论历史学和社会科

学的相互关系》，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１ｃｃｏｍ．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ｌｓｊｄ ／ ｓｘｙｊ ／ ２０１２ ／ ０２１０＿５３３８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ｉｏｎ），并归纳出具体行为者理论。 第四步，选择性质类似的第二个事件，重复第二步，以

检验理论在何等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个事件，得出结论 １。 第五步，选择性质类似的第 Ｎ

（Ｎ＞２）个事件，重复第四步，然后与结论 １ 比较，得出结论 ２，直到结论 Ｎ……①其中 Ｎ 个

结论交集的大小代表了理论猜想被经验事实所支持程度的高低。

从研究过程来看，工具主义是从演绎到经验检验，而实在论则是从归纳到演绎再

到经验检验。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范式并不考虑研究问题或理论的来源问题。 国际

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有三条路径：一是逻辑路径，即逻辑地拓展现有的研究纲领，主要

通过理论批判、方法批判和跨学科批判来实现。 二是历史路径，强调在现象世界中发

现研究问题。 三是逻辑－历史路径，即当发现理论与历史不符合时，通过修正现有理

论或创造新理论来做出更好的解释。② ＦＰＡ 的选择是历史路径，而逻辑路径则是主流

国际关系学尤其是定量分析学者的普遍选择，其缺点恰恰是很可能把严谨的学术研究

变成与历史无关的逻辑游戏。

对历史事件的归纳是 ＦＰＡ 假定和理论真实性的基本保证。 这是工具主义方法论

和实在论方法论的一个显著区别。 ＦＰＡ 归纳的基础可以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以及报纸

和著作等间接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和推理。 但更有价值的是关于政治领袖在

决策过程中的档案、日记和回忆录等。 沈志华深入研究了 １９５０ 年斯大林改变对朝鲜

半岛政策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 他的一个结论是斯大林和毛泽

东的个人心理和思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没有留下他们个

人的回忆录”，③给理论推导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归纳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理论检验的过程。 学者们创造出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来解

释某类事件，例如国际冲突的起因。④ 归纳的目的是在史料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外

交决策者的言语和行为，来分析这些理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某个事件，

所以这也是理论筛选的过程。 被这个过程证实的理论会进入下一个环节，成为理论重

构的基础。 即使现有理论都无法解释决策者的行为，历史研究本身所揭示的逻辑也会

在下一个环节被演绎成理论。

同样重要的是用新的案例检验从旧的案例中抽象出的理论。 社会科学的本质是

比较研究。 除非对从一个事实中发展出的理论用类似的事实来比较和检验，理论自身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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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程序只是本文对特殊行为者理论构建过程的一个初步设想。 具体的设想和举例将另文详述。
卢凌宇：《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６１－７４ 页。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１ 页。
Ｊａｃｋ Ｌｅｖｙ，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８， ｐｐ．３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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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陷入循环论证，无法实现所谓的理论突破，①也就是无法普遍化。 正是通过至少一

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才把政治 ／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区分开来。 ＦＰＡ 并不像罗西瑙所

说的那样是“如果，那么”型的猜想，②但其理论普遍化的程度既取决于研究者对真实

的假定和理论进行适度抽象的能力，也取决于事件的性质等因素。

六　 结论

外交政策研究试图解释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及其规律性。 这是国际关系学的“主

导性问题”。③ 作为外交政策研究的半壁江山，ＦＰＡ 是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潜力巨大的

范式。 ＦＰＡ 有助于克服主流国际关系学非人化、非历史化和分析层次单一的不足，为

国际关系学提供了人本本体论，让国际关系学回归人和历史，并在跨层次分析的基础

上整合国际关系理论。④ 当然，范式必然有盲点，即使 ＦＰＡ 在将来成长为主流的范式，

它也远远不是整个国际关系学。 前文论及，作为实证科学的 ＦＰＡ 有两类因变量：外交

决策过程的环节以及政策输出。 首先，那些不以这两类变量为因变量的国际关系研究

不属于 ＦＰＡ 的范畴，例如战争对宏观经济和社会整合的作用、国际援助对国家能力的

影响以及地区经济自由化对政治变革的影响。 其次，外交政策研究的自变量纵贯国际

体系、超国家、国家、次国家、群体和个体等分析层次的诸多因素，包括国际军事力量结

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权类型、文化、国内的阶级结构、族际关系、

公共舆论、大众传媒、官僚机构、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个性以及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 作

为外交政策理论， ＦＰＡ 可能是以下两种理论形态的一种：一是个体层次的理论，二是以

个体层次为基础的跨层次的理论。 从功能上看，ＦＰＡ 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外交政策的通用

理论，⑤而是试图尽可能完满地解释国际关系的事实。 本文提倡 ＦＰＡ，参照系是美国的

主流国际关系学。 虽然美国既是国际关系学的中心，也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中心，⑥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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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ｈｔｔｐ： ／ ／ ｂｉｇ５． ｌｏｃｐｇ．ｈｋ ／ ｇａｔｅ ／ ｂｉｇ５ ／ 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ｇｊ ／ ｇｊ＿ｗｙｄｙ ／ ２０１２０４ ／ ｔ２０１２０４２４＿１５３４２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２０８．
李志永：《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载《外交评论》，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第 ９０ 页。
ＦＰＡ 还有其他次要的衍生特点，例如多因素解释（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跨学科性和施动者导向（ａｇｅｎ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等，参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６－７。
但是这样的尝试从来没有停止过，较近的一次是格伦·帕尔默和克利夫顿·摩根的著作，参见 Ｇｌｅｎｎ

Ｐａｌｍｅｒ ａｎｄ Ｔ． Ｃｌｉｆｔｏｎ Ｍｏｒｇａ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本文作者认为，美国中心主义在 ＦＰＡ 中的表现主要有两个：一是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在体系层次寻找行

为原因的结构主义解释；二是大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美国外交的问题，对美国以外的问题兴趣很小。



国的外交政策研究远不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全部。① 因此，针对美国主流 ＦＰＡ 的批判，

也未必适合美国以外的 ＦＰＡ。 例如，英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始终致力于通过历史个案研

究发展情景化的（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中观理论，关心如何把行为者和机构置于国际关系行

为分析的中心。 说这些学者不关心人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是不恰当的。② 尽管如此，

ＦＰＡ 多样性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批判是不必要的。 批判的目的是促成范式转

变，推动知识的增长。 恰恰因为美国是国际关系学和 ＦＰＡ 的中心，美国主流国际关系

学的改变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引导世界范围内的变革。

历史地看，ＦＰＡ 的复兴是冷战出乎意料地结束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大有可为的研

究取向，但要取得显著的成就并不容易。 虽然赫德森欢呼 ＦＰＡ 已经在新世纪复兴

了，③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繁荣是相对于冷战后期的低潮而言的。 客观地说， ＦＰＡ

仍然处于国际关系学的边缘。④ 詹姆斯·卡波拉索（Ｊａｍｅｓ Ｃａｐｏｒａｓｏ）等人在 １９８７ 年

对 ＣＦＰ 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评估。 他们指出，从事外交研究是在“冒险（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ｓｏｍｅ）”。⑤ 这个断言似乎并未过时。 放眼整个国际关系学，ＦＰＡ 的发展急需基于历史

的定性分析和个案研究，但它们正在被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快速边缘化，不仅很难在

顶级期刊发表，而且得到资助和出版的机会也要小得多，甚至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屡

受质疑。⑥ 同样重要的是，ＦＰＡ 的人才培养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ＦＰＡ 学者找到

教职很难，这反过来削弱了 ＦＰＡ 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影响。⑦

ＦＰＡ 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事 ＦＰＡ 效率较低。 ＦＰＡ 的学术要求比

普通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要高。 抬高了的学术门槛要求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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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ＦＰＡ 的非美国学派最新、最系统的研究是即将出版的 Ｋｌａｕｓ Ｂｒ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ｅｄｓ．，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此外，赫德森在 ２０１４ 年的

文献述评中简单地介绍了北美以外的 ＦＰＡ，参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２１２－２２２。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０， １９８３， ｐｐ．５５６－５６５．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１８５．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２９８．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ｐｏｒａｓ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３２．
Ｃｏｌｉｎ 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Ｅｌｍａ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ｌｉｎ 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Ｅｌｍａｎ， ｅｄｓ．，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会中西部分会年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Ｍｉｄｗｅｓｔ Ａｎ⁃
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召开了题为“探索外交政策分析的新边疆：新领域和跨学科交界”的圆桌会议。 卡梅伦·蒂斯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Ｔｈｉｅｓ）和库普·德鲁里（Ａ． Ｃｏｏｐｅ Ｄｒｕｒｙ）等坦率地表达了对 ＦＰＡ 学者生存状态的担忧。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ｉｓａｎｅｔ．ｔｙｐｅｐａｄ．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１ ／ １１ ／ ｉｓａ⁃ｍｉｄｗｅｓ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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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流行的定量分析和形式模型那样高产。

第二，美国学者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不多，不愿意研究其他国家尤其

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

第三，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壁垒森严。 当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史和

外交史普遍较为隔膜。 国际关系学生不再学习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导致学者们普遍

欠缺必要的历史知识，满足不了 ＦＰＡ 对国别和地区背景知识的要求。①

第四，研究是自由的，但生活是现实的。 科斯在论及经济学推行新方法的困难时

深刻地指出：“经济学家要达到学术标准就要符合学术组织对论文、研究基金、发行物

和就业的要求，而它们没有一个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这些标准可能是那么严格以

致阻碍了新方法的发展。”②和经济学家一样，国际关系学者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

临着主流学派有意无意的打压等多重困境。③ 主流学派控制了绝大部分学术资源，并

把它们的范式复制给下一代，结果是让新范式的成长更加艰难。④

第五，主流学者的工具主义信念。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转向 ＦＰＡ 就是从工具主义转向实在论，也就是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ｈｕｎ）所说的

“世界观的改变”。 库恩在设想范式的革命性影响时生动地描述道：“科学史家们可能

会惊呼，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⑤然而，这种惊叹可能也只属于未来

的国际关系学史的研究者。 这是因为范式的改变并不简单地是实证或经验的结果，而

是深受个人信念和理论偏好的影响，是“很个人的事”，⑥因此往往是非理性的。 人很

难改变自己的信仰，因为它意味着自我否定。 ＦＰＡ 不仅挑战主流国际关系学的社会

科学哲学信念和方法，而且其难以确定的理论形态可能也会让主流学者无所适从。

正如赫德森在谈到跨层次理论整合面临的挑战时所描写的那样：“……挑战是 ＦＰＡ

理论整合结果的解释能力和应用效果如何？ 它会像概率那样分布吗？ 如果真是那

样，会沿着什么分布呢？ 是不同类型的外交政策行为或选择吗？ 我们又该如何界定

这样的类型？ 应该在哪个层次抽象？ 或者，我们的理论输出可能看起来像一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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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第 ８６－９６ 页。
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 ３８ 页。
参考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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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图（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还是一系列的‘如果，那么’的陈述？ 或者，我们的理论

创新是关于某个特定时刻、某个特定政权的普遍化倾向（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

一套陈述？ 又也许，我们实际是在做点预测（ｐｏｉ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①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不能期待 ＦＰＡ 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会发展成国际关系学的主

流。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场范式革命只能是静悄悄的变革。 由于同样的原因，本

文的研究尤其是对跨层次理论整合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性和前瞻性的。

客观地说，ＦＰＡ 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然而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说，ＦＰＡ

或许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迎头赶上的机会。 中国学者发展 ＦＰＡ 具有多重优势：首

先，相对于主流国际关系学，ＦＰＡ 的知识积累相对薄弱，②便于我们在相对短的时期内

批判吸收。 其次，中国有深厚的史学传统。 中国学者历来强调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结

合。 中国“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

家”。③ 这是发展 ＦＰＡ 优良的学术文化底蕴。 再次，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始终是中国

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中心。 中国学者并不擅长为理论而理论，政策关照很强烈。④ 最

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量化水平较低，同时主流学者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和反思

始终没有中断过，⑤两者都是实在论认识论 ／方法论在中国扎根的肥沃土壤。 综上所

述，中国国际关系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或者学派，⑥外交政策分析是最值得考虑的路

径选择之一。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实习编辑：冷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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